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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公共事务治理场景中算法工具的广泛应用，算法治理逐渐成为公共管理或治理的新形

态。算法治理以公共利益或公共价值的实现为根本目标。而基于技术政治视角的分析揭示了算法的政治性，

它不仅可以被应用于实现特定政治意图，其本身的技术特性也会与特定政治价值相关联并产生社会政治

影响。因此算法自身的公共性应当成为算法治理的重要基础。算法公共性包括算法的公益性、公开性与

公平性三个方面，它们在现实治理实践中面临着异化风险。算法公共性的实现需要一种参与式设计的新

理念，它强调通过算法设计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来实现社会整体价值的嵌入与算法技术发展方向

的调整，从而使算法的技术属性更好地契合公共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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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algorithmic tools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affairs governance, 
algorithmic governance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new form of public management or governance.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algorithmic governance is the realiz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or public values. From a techno-polit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algorithms,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achieve specific political 
intentions. Moreover, their ow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can also b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political values 
and have socio-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us, the publicity of the algorithm itself should b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algorithmic governance. The publicity of algorithms includes the public good, openness and fairness of algorithms, 
which face the risk of alienation in real governance practices. The realization of algorithm publicity requires a new 
idea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which emphasizes the embedding of overall social values and adjustment of algorithm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rough the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algorithm design 
process. This approach will enable the technical properties of algorithms can better fit the public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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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算法研发取

得了重要突破，成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核

心构成。作为一种计算程序或规则，算法因其

高效的大数据处理和精准的预测分析能力而被

广泛用于辅助决策甚至自动化决策，其应用范

围也由私人商业领域逐渐向司法裁决、社会治

理或政府管理等公共事务治理场景拓展，由此

产生了“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ance）

这一公共管理或治理的新形态甚至新范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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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私人部门应用算法工具对私人或商业利益的

追求不同，公共部门的算法治理应以公共利益

的实现或公共价值的创造为根本目标和原则，
[2] 由此公共性应当成为算法治理的基本属性或

价值原则①。

然而，算法应用可能出现侵犯个人隐私以

及算法偏见、歧视、操纵等风险，机器学习算

法的不透明或不可解释性则使得算法决策面临

违反正当程序、难以进行有意义的监督与问责

等问题，这些均对算法治理公共性的实现构成

了直接挑战。此外，由于政府公共部门普遍缺

乏算法技术研发的资源与专业能力，因此多通

过政府采购或外包的方式引入科技企业研发的

算法系统，甚至将系统的整体设计、建设、运

营与维护均交由私人部门。[3] 这使得算法治理

日益呈现出“混合”治理的形态，私人部门不

断介入甚至主导算法治理的过程与结果。由于

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在目标和价值取向上存在

显著差异甚至冲突，因此如何防范算法治理的

公共性被商业资本的私利性所替代或异化，成

为有待解决的难题。

针对上述问题，既有研究从算法治理的主

体重塑（例如塑造算法平台的公共性 [4]）、伦

理嵌入（例如将公平、负责任等伦理价值嵌入

算法规则 [5]）以及过程控制（例如对算法应用

过程进行监督、审计和问责 [6]）等角度提出

了应对思路。然而较少有研究者关注作为治理

工具的“算法”本身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

持有一种技术或工具的“中立性”思维，认为

算法应用结果主要取决于设计者、控制者和使

用者的价值立场、行为意图及使用方式。然

而在科技与社会研究（STS）领域，“技术物”

（artifacts） 的 政 治 性 [7] 命 题 提 醒 我 们 技 术 不

仅会在设计与应用过程中被人为地嵌入政治意

图，而且其本身内在地具有政治性，会产生特

定的社会政治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审视

算法这一“技术物”的政治性，这使“算法公

共性”议题的提出成为可能。

有鉴于此，本文将借鉴技术政治相关理论

来对算法的政治性属性进行解析，进而基于公

共性理论来讨论算法公共性的价值构成及其异

化风险。本文最后将提出一种参与式算法设计

的思路，以期为算法治理中算法公共性价值的

实现提供启发借鉴。

一、算法公共性议题的提出：
技术政治视角的分析

对技术“中立性”幻象的批判是当代技术

哲学以及 STS 领域研究的重要主题。例如加拿

大学者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其经典的“自

行车之后是什么？”一文中指出了技术的政治

与意识形态属性，认为不同的技术会服务于不

同的政治社会制度，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技术

中立观点“本身就是具有政治性的，而且是反

动的”。[8] 美国学者温纳 （Langdon Winner）在

“技术物有政治性吗？”一文中更为细致地讨

论了技术或“技术物”的政治属性问题。[7] 在

温纳看来，技术物会以两种方式呈现政治性或

产生政治影响。第一种是技术物“外在”的政

治性，即技术物在特定情形下经由特定形式的

设计、配置或安排而服务于特定的政治意图或

产生特定的政治后果。此时，技术物不再只是

中立的特定功能的提供者，而成为政治意图的

媒介，可能服务于特殊利益或价值。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形式的技术政治

性，即技术物“内在”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

与行为主体的意图和使用方式无关，而是由于

技术物自身的特性导致其与特定政治价值之间

存在必然联系。温纳指出，“选择特定技术即

是选择特定形式的政治生活”。[7] 他以核电为

例，认为该技术倾向于将社会导向威权主义的

管理模式，而分散式的太阳能技术则与民主社

会更为兼容。也即，这种内在政治性反映了技

术物自身的“能动性”。当特定技术被引入社

①现实中，私人性质的平台巨头企业的算法应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乃至政治影响，其中涉及的公共性议题值得探讨，不过
这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算法治理中的算法公共性及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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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系统后，社会系统中的人、组织以及制度安

排势必会或多或少地做出调整以进行“配合”，

而这种调整可能涉及利益与价值的重新分配，

从而体现为一种政治性影响。

基于上述技术政治视角来审视“算法”这

一技术物，其外在政治性主要是指特定主体（算

法设计者、控制者或使用者）基于特定意图、

价值目标或伦理原则而设计和使用算法，从而

产生各种积极或消极的社会政治后果。这一点

已经得到了较多讨论和揭示，例如算法背后可

能体现的是商业逻辑或资本逐利性，算法设计

者也可能故意选择某些具有伦理属性的参数设

置（种族、性别等）从而导致社会歧视性后果。

然而对于算法的内在政治性，则较少受到关注

或得到承认。例如有研究明确指出“从技术层

面而言，算法是中性的”，“算法只是公共治理

主体手中的一把枪，究竟如何使用这把枪，最

终还是取决于公共治理主体”。[9]

如前所述，算法的内在政治性与人的意图、

价值取向或使用方式无关，而主要取决于算法

自身的技术特性。由此我们需要认真审视算法

的技术逻辑及其相应的社会政治影响潜力。简

单来说，算法在基本技术形态上主要体现为基

于“If…Then”条件判断式的代码以及由此构

成的复杂模型、程序或系统，算法的底层技术

逻辑即体现在各种“如果”（if）条件（例如资

料特征是否满足模型参数及其阙值）和“结果”

（then）选项（例如对资料执行过滤、选取、分

类、排序等操作）的设置、组合与选择中。以

此为基础，算法的设计与实践运行中呈现出了

一系列独特的技术特征，包括数据依赖性、统

计相关性以及相对自主性等，并由此可能造成

特定的社会政治后果。

首先，数字化或数据化是算法运行的基础

和前提，能够通过各种数字技术手段全面准确

地实现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现实世界向数字世

界的转化是算法的潜在预设。然而数字世界并

非现实世界的准确映射，许多人、物、价值或

目标因无法数据化而被忽视或遗弃，从而造成

“非存在的社会存在”（non-existent existence）
[10] 以及数据中的历史偏见问题。同时对大量

初始训练数据和用户反馈数据的依赖也更有

利于大型平台的算法开发，使其走向垄断。其

次，算法体现的是数据资料主导而非规则主导

的逻辑，它的输出结果呈现的是数据统计上的

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由此导致算法的结果难

以进行解释和监督、问责，而算法运行中统计

性偏见（statistical biases）的存在也会导致歧

视性后果。[11] 此外，机器学习算法与其他技术

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即可

以在大量数据中自动提炼特征、建立关联并生

成模型，并随着数据更新而自我更迭。正是这

一特征为人工智能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

间。然而这种自主性也意味着算法结果的不确

定性，可能产生“非预期后果”甚至失控，造

成严重社会危害。

由上可知，由于算法的技术特征，即便是

没有特殊利益或价值意图的嵌入以及算法使用

中的故意错误或失误操作，算法自身也内含政

治性并会导致各种社会政治后果，在优先满足

特定群体利益或价值的同时，对其他群体造成

伤害，从而导致对社会公平、公共利益等公共

性价值的偏离。因此，当我们以公共性价值来

审视公共事务场景中算法治理的合理性或正当

性时，除了对治理主体的目标、价值取向以及

治理过程和结果进行考察外，还需要关注作为

治理工具的算法自身的政治与价值属性。算法

作为“技术物”具有一定的可塑性，这种可塑

性使得通过改变算法设计的逻辑或技术构成可

以使算法与不同的价值原则相契合。那么，是

否可以通过技术设计的优化而使算法自身能够

更好地与公共性价值产生内在关联？正是基于

这种考虑，本文提出“算法公共性”这一研究

议题，这将为算法治理中公共性价值的实现提

供新的思考方向。

二、算法治理中的算法公共性：
价值构成及异化风险

算法治理是政府等公共部门基于算法技术

手段的辅助来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或

追求公共利益与价值的实践过程。随着公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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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场景中算法重要性的日益提升，以及政府官

僚机构对算法工具依赖性的不断增强，算法的

公共基础设施属性也在不断凸显。[12] 而当算法

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基础设施之后，意味着它

必须能够有效地服务于或支撑公共治理主体对

于公共性价值的追求。当然，前文对算法政治

性的分析表明，算法对公共性价值的“服务”

或“支撑”不仅仅是指它可以被特定主体用于

追求公共价值这一“政治意图”，还是指算法

自身的技术特征能够与公共治理的制度体系及

其价值原则相容，进而产生积极的社会政治后

果。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提出了“算法公共性”

这一研究议题，它对于算法治理场景中公共性

价值的实现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①。

为了更好地理解“算法公共性”的内涵与

价值定位，还需要对“公共性”本身进行解析。

一般而言，公共性是与私人性、隐秘性、封闭

性或排他性等相对而言的概念，体现出“共有

性、包容性和公开性”等特点。[13] 同时，作为

一个在政治哲学、公共行政等学科广泛讨论的

概念，公共性也被赋予了多样的内涵。例如阿

伦特、哈贝马斯等学者侧重对公共领域的公共

性的考察，由此公开可见、可进入、理性交往、

协商对话被视为公共性的重要内涵。[14] 而公共

行政领域学者更多是通过公共利益与公共物品

两个方面来界定公共行政的公共性。[15] 此外，

无论是罗尔斯等政治学家对分配正义的考察，

还是弗雷德里克森等公共行政学者对公平正义

价值观的讨论，社会公平或公正始终是公共性

的重要内涵。[14] 本文认为，上述价值在某种程

度上均应当成为算法治理中算法公共性的内在

构成，而这又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公益性、公开

性与公平性三个方面。下文将分别从这三个方

面入手，对算法公共性的价值构成及其在治理

实践中面临的异化风险进行分析。

1. 算法公益性及其异化风险

算法公益性是指公共治理实践中算法工具

的设计与使用应当以公共利益的改善为目标，

能够服务于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利益。然而，

长期以来算法主要是基于商业场景开发设计，

因此主要服务于商业利益或资本利益，并形成

了大型科技公司或平台巨头企业主导算法研发

的局面。政府等公共部门由于缺乏独立开发算

法系统的资源与能力，往往通过政府购买的方

式引入由私人企业研发的算法系统。然而，治

理场景的转换并不会使算法工具自然而然地转

变性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平台经济模式

下人类已经成为一种“资源”，在算法治理中

亦是如此，“与公共利益相反，源自平台经济

的算法治理的私人性质自然优先将人类视为一

种资源”。（[16]，p.181）这种将人视为客体化

的资源而非具有主体性的服务对象的倾向，成

为算法治理中算法公益性异化的重要风险。

同时由于算法系统的复杂性，私人科技公

司往往会全面介入其设计、部署、运行与日常

维护。在此过程中，掌握着算法技术的企业及

其背后的资本力量将化身为公共治理过程中的

“影子官僚”。[9] 逐利性是算法影子官僚的根本

特征，如何克制其逐利冲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然而由于政府与科技公

司之间明显的信息与技术能力的不对称，这种

监管难以取得实效。现实结果是算法研发者在

商业逻辑主导下“更加倾向于用有利于其利润

最大化的算法代码与算法程序去影响甚至支配

政府的日常行为，进而演化成为算法权力”，[9]

从而以私人利益置换公共利益。

而当算法被引入公共治理过程后，政府公

共部门也会为了“配合”算法的应用而进行相

应的行为调整，这正是算法政治性的重要体现。

这方面的重要体现是越来越多政府部门允许甚

至依赖私人科技公司来处理公共数据。同样，

在商业或资本逻辑的驱动下，私人企业对公共

数据的占有和处理可能引发侵犯公民隐私权

利、危害社会秩序甚至国家安全的风险。而机

器学习算法所具有的“在数据中发现意料之外

的模式与为全新用途而调整数据使用的能力”

①在算法治理中公共性价值的实现上，算法的“外在”政治性与“内在”政治性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察。也即，作为
技术物的算法自身的公共性对于算法治理中公共性价值的实现而言，是否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还需要谨慎讨论。感谢
审稿专家对这一问题的提醒。

算法治理中的算法公共性及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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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科技公司对公共数据的“合法”使用也

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风险后果。（[16]，p.22）

算法的引入造成政府行为调整的另一种体

现是可能引发官僚的责任规避倾向。也即，如

果官僚能够证明其决策是基于算法系统的建

议，就可以免于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这正是

许多官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乐于使用算法工具

的重要原因。[17] 然而如果对算法的采用主要是

基于“避责”考虑的话，事实上也意味着个人

或部门利益（避责）对公共利益追求的置换。

2. 算法公开性及其异化风险

算法公开性是指算法治理中算法工具的

“可见性”，要能够以恰当方式进行公开呈现，

并提供充分的机会让利益相关主体针对算法的

设计和应用进行讨论与监督。这种公开性有着

多方面的内涵与要求。首先，算法公开性是指

算法“存在”意义上的公开，即政府等公共治

理主体要明确公开说明其治理决策是否以及在

何时使用了算法工具。然而现实中算法的运行

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难以从治理结果上区分是

否使用了算法工具，这使得人们往往在无意识

中便成为了算法计算的对象。这种“算法无意

识”状态与算法的不公开之间相互强化，容易

演变为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其次，算法公开性是指算法“关系”意义

上的公开，即要明确公开算法的设计者、所有

者、控制者和使用者等主体构成及其利益关联。

如前所述，在算法治理过程中，作为算法使用

者的政府部门与作为算法设计者的科技公司之

间存在明显的信息和技术不对称，后者往往成

为算法的实际控制者，并可能通过隐蔽的方式

以商业利益来置换公共利益。正如有学者曾指

出的，明确算法如何工作固然重要，但“算法

为谁工作”这一问题更加不容忽视。[18] 当前对

于算法公开或透明的关注主要聚焦于算法模型

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算法背后的真实利

益主体及其关联问题，这构成了算法公开性异

化的重要风险。

此外，算法公开性还涉及算法“构成”意

义上的公开，即要明确公开算法的基本原理、

目标、意图和嵌入的价值标准，以及算法的初

始训练数据和最终输入数据的来源及构成。同

时，政府部门还应当基于“正当程序”的要求

来对算法决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进行公开解释

或说明理由。不过，现实中基于保护商业或国

家秘密的考虑以及机器学习算法运行原理上的

难以解释（甚至算法设计者也无法解释）等原

因，算法往往被视为不透明的“黑箱”，[19] 并

由此成为无法公开的理由。然而事实上，对上

述算法构成要素的公开以及正当程序意义上的

说明理由并不要求完全披露算法源代码或精通

算法原理，与商业或国家秘密的保护原则也不

会产生必然的冲突（例如公开算法的目标或功

能而非代码）。[20] 就此而言，因算法“黑箱”

的存在而主张“无法公开”在很大程度上即成

为一种有意规避公开的托词。

3. 算法公平性及其异化风险

算法公平性是指算法工具的设计和应用应

当有助于公共治理主体对于社会公平这一重要

价值目标的追求，防止算法偏见、歧视等不公

平现象的出现。公共治理实践应当追求公平价

值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作为治理工具的算

法本身是否能够体现公平性或者与公平价值相

容，则有待进一步考察。事实上，正如有学者

曾指出的，人类在研发某种技术物时所追求的

目标，与技术物本身的特性密切相关。[21] 就算

法技术而言，其重要特性之一在于处理大数据

上的高效率和准确性。然而在算法治理中，对

于效率和准确性的优先强调可能造成对公平等

社会价值的损害。例如，如果算法的输入数据

中隐含着历史偏见，那么高效准确的算法会“被

用来让已经存在歧视的系统运行得更顺畅”，

（[22]，p.114）从而会固化甚至扩大既有的偏

见等社会不公平状况。

同时，由于机器学习算法运行是基于统计

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因此很难对算法的结果

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解释，当出现错误结果时也

很难进行有效的原因追溯。更有甚者，算法的

运行可能出现难以发现和纠正的负反馈循环

问题。例如在警务算法的运用中，如果算法错

误地将某个地区标注为“高犯罪风险”，那么

由此导致的警力投入的增加会带来更高的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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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而这一结果将作为警务算法新的训练数据

来强化原有的预测模型。此时，看似“准确”

的算法预测事实上仅仅只是一种“自我实现的

预言”，[23] 具有明显的虚假性和误导性。

此外，机器学习算法在处理数据特别是大

型非结构化数据集上的高效率使其能够确定人

类认知难以辨识的隐含模式和相关性，加上机

器学习算法所具有相对自主性特征，这些均可

能导致算法的运行结果偏离设计者的初始目标

和意图，从而产生非预期后果。例如，为了确

保算法结果的公平，算法设计者在对资料进行

特征提取和标签时，会选择主动屏蔽性别、种

族等敏感特征。然而，这种看似公平的做法有

时却难以奏效，因为算法强大的数据关联与分

析能力往往使其能够在未被屏蔽的非敏感特征

信息中识别出敏感性特征要素。例如在一些国

家，特定种族的居民往往聚集生活在相对固定

的邻近区域，此时相关算法工具即便屏蔽了种

族特征，但却可以通过家庭位置等信息自动识

别出其种族属性，从而产生歧视性的意外后果。

这种情况下的算法不公平问题具有极强的隐蔽

性，难以揭示和纠正。

三、算法公共性的实现：
一种参与式设计理念

在技术哲学与 STS 领域研究中，面对技术

政治性的彰显而引发的负面社会政治后果乃至

技术失控的可能性，诉诸于技术的民主干预或

控制被视为重要的应对思路。该种思路“试图

通过公共对话和协商民主来激发技术领域的民

主潜能，实现技术权力调节与专业知识生产的

民主化”，[24] 从而打造出更为适当的技术。正

如温纳在对现代技术失控问题的反思中明确指

出的，“现代技术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那些

因它们的存在而受到影响的人们对于其设计和

运行只有很少的或没有控制权”，“因此，涉及

技术的规划、建造和控制过程应该尽可能向那

些注定要体验最终产品和全面社会后果的人敞

开”，（[25]，p.280）这正是技术公共性的直接

体现。

上述技术民主路径为算法治理中算法公共

性的实现提供了重要启发。长期以来，算法被

视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发展到极致的体现，

算法的开发、设计与应用则被视为纯粹且高端

的“技术”领域，不仅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无法

参与，甚至政府部门等算法系统的采购者和使

用者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控制权。正如有学

者所指出的，“在引入算法后，算法影子官僚

把本应由政府部门、公众和专家等共同参与、

互动协商的执行过程，退化为算法公司秘密进

行的算法设计和数据处理过程，把决策责任交

给了充斥复杂计算与最优化的模型和冰冷的数

据”。[9]

算法治理是一种“基于设计的治理”，[1]

因此除了对算法应用层面的民主控制外，更重

要的是关注算法设计层面的“反民主”倾向及

其可能引发的算法治理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

例如在美国，随着市政算法的广泛应用，人们

开始关注其对民主价值的侵害，“这些系统的

开发者既未经选举，也无法问责，却被赋予了

决定市政实践和优先事项的重大权力”。（[22]，

p.136）事实上，由于算法的内在政治性属性，

其技术设计本身就是一项涉及政治价值选择的

公共决策过程，[12] 需要体现并促进民主价值。

因此，基于对算法设计与民主价值重要性的考

量，本文提出一种“参与式设计”的理念，谋

求通过算法设计过程的重构来改变不同主体之

间权力、信息与价值方面的不对称以及算法公

益性、公开性与公平性的异化问题，从而促进

算法公共性的实现。

1. 参与式算法设计的基本理念

参与式算法设计理念的提出即是要谋求改

变当前算法设计中技术逻辑与商业逻辑主导的

态势，将其转变为社会主导或公共价值主导。

从算法治理过程来看，针对算法公共性异化风

险问题，要将改革的重点由算法应用结果产生

之后的监督、审计与问责转变为算法投入应用

之前的设计阶段，从源头上防范风险的发生。

这种治理重心的“前移”有助于解决因算法的

难以解释或相对自主性特征而可能引发的“非

预期后果”问题。正如温纳曾指出的，“非故

算法治理中的算法公共性及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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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后果并非没有意图，这意味着在初始计划

中鲜有任何内容旨在阻止它们发生”。（[25]，

p.84）因此需要在算法设计阶段全方面考虑算

法可能的风险来源及其后果，并设计出有效的

防范或应对方案。如果对可能的风险后果缺乏

有效应对思路的话，则意味着算法设计的“不

成熟”或“失败”，此时算法的盲目应用即成

为一种不正当的选择。

参与式算法设计强调通过算法设计过程

的广泛参与来实现社会整体价值的嵌入。传

统的算法研究中已经开始强调“人在回路中”

（human-in-the-loop）， 注 重 将 人 类 引 入 算 法

自动化决策过程中，确保算法系统接受人类的

监督与控制。然而这种“人类介入”主要局限

在算法技术专家的参与上。参与式算法设计所

强调的则是“社会在回路中”（society-in-the-

loop），[26] 谋求通过更广泛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参

与协商达成算法的“社会契约”，以此作为算

法设计的基本原则以及算法治理的价值基础。

将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与伦理原则嵌入算

法的设计，这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改革中

的重要原则。例如欧盟发布的《值得信任的 AI
伦理准则》中即主张“内嵌伦理价值的设计”

（values-by-design）。[27] 我国发布的《新一代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中也强调要在算法设计等

环节中提升透明性、可解释性、可靠性等价值

规范。在算法设计价值嵌入的具体实现方式上，

有人主张“自上而下”路径，谋求将人类普遍

接受的价值原则转化为算法的代码规则；也有

人主张“自下而上”路径，主张让人工智能算

法自主去发现和学习建构伦理道德原则。[28] 然

而上述路径在本质上体现的仍是专家主导与技

术理性的逻辑。参与式算法设计则意在打破专

家与技术理性的主导，让社会多元主体及其价

值原则和利益诉求成为影响算法设计发展方向

的基础性力量。

从参与式算法设计的目标定位来看，通过

多元主体、价值与利益之间的充分互动与参与

协商，意在全面了解算法设计的各种可能性，

进而寻求算法技术发展的替代性方向。算法技

术发展的新方向需要能够改变因算法的数据依

赖性、统计相关性以及相对自主性等技术特性

而可能引发的负面后果，使算法的技术属性能

够更好地与公共性价值相契合。

2. 参与式算法设计的实践模式

由于算法的高度复杂性，“外行”很难理解

其技术构成与运行原理，这使得算法治理中的

实质性参与难以实现，设计层面的广泛参与更

是容易停留于一种激进的幻想。不过，无论是

在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实践中，算法设计中参与

协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

注。通过对既有研究与实践的梳理，下文将从

参与主体、范围与实践机制三个方面对参与式

算法设计的实践模式进行初步考察。

（1）算法设计的参与主体。参与式算法设

计主张算法设计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广泛性，除

了算法领域的平台企业、技术专家外，包括政

府、社会组织、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乃至普通公

众用户在内的算法利益相关者均应当参与其

中。其中，由于算法治理中算法系统的公共基

础设施定位，政府管理部门应当成为算法基础

设施设计和部署中的主导者，在采购招标、合

同签订和日常运营过程中基于公共价值原则来

平衡算法的商业性或资本性。在一些高风险领

域则需要考虑由国家主导设置公共算法平台，

以防范特殊利益嵌入算法设计而可能威胁社会

乃至国家安全。政府主体的参与还需要涉及一

线工作者或街头官僚，他们是算法系统的直接

使用者，日常工作中积累的算法应用情境知识

和执行经验可以成为算法系统优化设计的重要

反馈信息。[29]

在社会领域，媒体与社会组织的参与十分

重要，现实中正是依靠媒体或社会组织的披露

才揭示了许多算法应用导致的偏见、歧视等不

公平现象。例如美国司法部门中广泛采用的预

测罪犯再犯概率的 COMPAS 系统即是在一个名

为 ProPublic 的非营利组织的调查下才被发现预

测结果中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而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相关学者的参与同样可以为算法设

计提供不同的观察视角，特别是关于算法社会

政治影响以及风险后果的相关研究应当成为算

法设计中的重要考量因素。此外，普通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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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在算法设计中的参与作用不可或缺。尽管公

众往往缺乏相关专业技术知识，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们对算法的“无知”。公众在与算法打交

道的过程中会基于个人对算法的感知和体验而

形成丰富的“算法想象”，[30] 这些应当成为算

法优化设计中的重要输入。当前公众用户的身

份主要体现为消极的算法数据提供者，因此需

要对公众进行赋权，赋予其数据公民身份，使

其个人数据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以此作为参与

算法正当性评估与优化设计的基础。

（2）算法设计的参与范围。算法的设计是

一个涉及问题界定、目标 / 价值选择、数据收

集与整合、数据标签、模型构建、应用前评估、

应用结果反馈与模型更迭等在内的复杂过程，

参与式算法设计需要体现到每一个环节中。例

如，在问题界定阶段，要通过广泛参与讨论来

明确应用算法工具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属性，

特别重要的是评估该问题是否需要以及能够通

过算法工具予以解决，以避免算法工具对其他

治理工具的排斥。在治理目标与价值的选择阶

段，要通过参与讨论来呈现算法设计中涉及到

的目标与价值权衡问题，例如准确性与公平性

之间的权衡，以及对“公平”的各种不同界定

标准之间的权衡等。同时要注意治理目标或价

值向算法代码的“转译”问题，[31] 能否做到准

确的转译将直接决定算法结果是否会偏离预定

目标与价值，这需要通过广泛的参与监督来确

认。

由于算法的数据依赖性，能否避免数据选

择中的历史偏见或统计性偏见等问题十分关

键，而通过广泛参与纳入更为多元的资料、价

值与观点有助于提升算法训练数据的可靠性与

代表性。同时，对初始资料数据的准确标签同

样重要，这是算法模型构建的基础。准确的标

签需要全面了解资料数据产生的情境特征，以

及与算法目标价值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这些单纯依靠算法技术专家无法有效获取，需

要通过广泛参与来予以弥补。此外，算法模型

的设计并非一次性的，而是一个随着应用前评

估与应用后效果反馈持续更迭的过程，这一过

程同样需要多元主体特别是算法用户的广泛参

与来予以实现。

（3）算法设计的参与机制。参与式算法设

计理念的实现需要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实

践机制的支撑。在这方面，许多国家和地区的

算法治理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参与机

制，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参与成效。例如，欧

盟发起设立了一个名为“欧盟 AI 联盟”的在

线论坛，该论坛对所有人开放，用来为欧盟人

工智能专家委员会收集关于人工智能算法设计

的各种意见反馈。[32]2017 年，由来自麻省理

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世界经济论坛等多个机构

的倡导者共同发起设立了“开放算法”（Open 
Algorithms）工程项目，意在增强算法设计中

的公民参与，更好地利用大规模人类行为数据

来追求公共价值。[33]

此外，许多地方性的算法参与实践中则采

取了更为直接的协商对话形式，通过直接听取

利益相关主体的观点诉求来获取算法设计优化

的反馈意见。在这方面，有机构对英国公共服

务领域算法决策中的公民参与状况进行了调查

总结，发现诸如“公民陪审团”（citizens jury）

等参与机制在算法的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4] 而在我国，外卖算法领域的协商恳谈会已

经在上海召开，通过听取外卖员这一算法直接

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诉求来优化算法是协商恳谈

的重要内容，[35]“算法取中”原则的提出则是

通过参与协商实现算法设计思路转变的重要体

现。类似的参与机制及其实践经验需要引起算

法治理相关部门的关注并进行借鉴。

结    语

当前，人工智能算法已经在经济社会领域

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成效，并逐渐成为公共事务

治理领域中的重要治理工具，从而推动着“算

法治理”的快速发展。不同于算法的商业应用，

算法治理场景中的算法应用具有特殊性。一方

面，算法治理会直接影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质量以及所有社会公众的切身福祉；另一方面，

面对算法的重大影响，社会公众无法选择“退

出”而免于受到算法的影响。[36] 正是由于算法

算法治理中的算法公共性及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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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这种特殊性，如何确保其公共性价值的

实现至关重要。

当前学界针对算法治理公共性价值实现中

的潜在风险及其治理问题已经展开了许多讨

论，然而受到“技术中立性”或“工具中立性”

思维的潜在影响，较少有研究者针对算法技术

这一治理工具本身与公共性价值之间的内在关

联进行系统考察。本文则通过技术政治视角的

引入对算法的“政治性”属性进行了揭示。特

别是由于算法的“内在”政治性属性，要求我

们不仅要对算法应用过程与结果进行监督、控

制与问责，还需要关注算法自身的设计是否与

公共性价值相契合的问题。现实来看，作为新

兴科技发展的最前沿，算法技术研发设计所体

现的主要是技术自身的演化逻辑以及商业资本

的逐利倾向。而算法公共性以及参与式算法设

计理念的提出则意在促成我们对于算法技术、

社会与人类自身关系的新的想象，并由此指引

我们对当前的算法秩序以及未来的算法技术发

展路径进行变革。只有这样，算法社会才能够

成为值得期待的社会愿景，而基于算法的公共

治理也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公共利益或公共价值

创造的目标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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